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农村扶贫
脱贫实践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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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它既是一项系统性的国家
工程，也是当代中国治理的大问题，因而呈现出内在的复杂性与多维性，并要求多元化

的治理思维、逻辑和方法等内容。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体现着整体性治理的内在特
质与行动逻辑。扶贫行为主体利用独特新颖的措施和手段，丰富和完善了其内涵，从而
提升了它的适应性和实践性。本文基于当代中国本土化的治理资源，构筑以执政党主
体性回归、党政同职同责、内外监督和综合施策等要素为内在结构的整体性贫困治理模
式。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过强的协调与整合制约了职能部门
的专业性;责任过度网格化和精细化带来了责任泛化、转嫁和无限责任等问题;基层行
动者出现的认知偏差导致对服务设施“对号入座”属性认识不足等一系列衍生性问题。
有效规避和消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的治理效能，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

供一些有益的治理资源和治理智慧。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 扶贫脱贫 治理效能 治理智慧

一、农村扶贫脱贫实践的文献述评与整体性治理理论

强力高位引领和推动①扶贫脱贫进程、如期实现总体目标和具体的子目标，是我国农村扶贫
脱贫的鲜明特色。扶贫脱贫作为政治属性强、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任务和事项要求具体的集体
行动过程，它为基层社会注入大量外源性资源，在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转变干部作风和密切干
群关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公共设施和服务
均等化、文化产品供给等各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随着扶贫脱贫行动进程的加快以及总体目
标规定时限的迫近，对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进行全观性审视，总结、提炼和发掘其中蕴含
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国家治理实践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就成为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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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扶贫脱贫实践的已有研究述评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和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
以及村级组织与目标群体能力建设等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国家和政府主导扶贫脱贫过程的角度研究。在当代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中，国家

和政府主导扶贫脱贫过程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不仅因为国家和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

共资源、具备充分调动资源的能力，也因为国家和政府主导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基层社会稳定的
反贫困议题是其基本的职责所在。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具体形态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目标设计、
资源调动和任务分解来落实总体目标。“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主要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
由政府组织系统充分发挥其组织与动员优势，对扶贫资源进行分配、管理和运作，主导和负责扶
贫行动”①。蔡科云指出，“政府的主导型在于它是合作扶贫规则的制定者，能够运用制度的方法
将支持谁、选择谁、排除谁的条件和程序公示出来。”②许汉泽认为，精准扶贫是行政力量主导之
下自上而下发起的一项综合性扶贫治理运动，扶贫脱贫被纳入到正式化的行政体系之中③，呈现

出“行政治理扶贫”的特征④。
国家和政府主导扶贫脱贫过程提高了组织动员、资源调配和任务分解的效率，因而减贫效应

明显。联合国著名的反贫困专家马丁·拉瓦龙( Martin Ｒavallion) 比较了巴西、印度和中国三个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成效后，得出了中国的减贫成效高于其他两个国家的结论⑤。作为农
村公共治理议题，国家和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行动主体的广泛参与和作用发挥。由国
家和政府主导产出的高效率需要其他参与主体的支持、配合和协调，才能转化为较高的治理效
能，这是因为扶贫脱贫的治理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种措施综合实施带来的净收益，以及目标

群体收入增长、综合保障与能力提升等多个方面。
第二，从社会组织参与扶贫脱贫过程方面的分析。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具备宣传动员、救

助帮扶、开展志愿活动等优势，它们深度参与扶贫脱贫过程既符合治理的实质要义，也在某种程
度上能够有效预防国家和政府主导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效能衰减以及治理失灵等问题。作为
复杂程度高的扶贫脱贫议题，国家和政府过度主导也存在针对部分事项治理失效的可能性。
“社会组织是社会扶贫的中坚力量，亦是政府精准扶贫的重要合作伙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政府扶贫和行业扶贫‘失灵’的短板。”⑥

一方面，社会组织将自身拥有的资金、技术、知识和信息等资源嵌入贫困地区，因户制宜地实
施多样化帮扶举措。这既满足了贫困群体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也提升了扶贫对象的专业化水
平和内生动力。“引导各级社会组织借助其专业优势，使之在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文化扶贫、
健康扶贫、网络扶贫和物资捐赠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如期顺利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必然要求”⑦。另一方面，目标对象致贫原因多元、差异化现象明显，这使得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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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复杂性加剧、反贫困措施的精准性面临挑战，依靠政府单一力量或单向度的扶贫措施很难
取得突破性成效。社会组织适时介入却能有效补充必要的资源和实现不同扶贫措施的精准配
位。“‘软嵌入’中的策略性的参与方式，可以通过柔性的互动方式，灵活地调动村庄资源，激发
村民的参与热情，培养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①。但仅从一个参与主体的视角观察整个扶
贫脱贫的实践过程，很难充分考虑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整体性的集体行动逻辑，亦难将不

同主体形成的结构化关系上升为一种治理体系或治理范式。
第三，从村级组织和目标群体能力建设角度的研究。扶贫脱贫的实践过程受到压力型体制

和任务导向驱动的显著影响，使得政府系统与目标群体的真实需求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断裂化”
倾向。村级组织作为联结者与调节器，因其成员熟悉乡土社会的运作流程、掌握熟人或半熟人社
会的传统规则，以及感知乡土社会的基本伦理，发挥着平衡与调节的角色，从而使得产业和项目

实施、资金和收益分配更加精准、公平，更符合扶贫对象的真实需求。因此，作为扶贫脱贫最末端
的治理主体，村级组织建设无疑对提升扶贫脱贫效能具有重要作用。杨秀丽等认为，“开展精准
扶贫、实现精准脱贫的工作主要由村民自治组织通过自治管理方式展开，其效果直接影响到精准
扶贫工作推进和精准脱贫任务完成”②。
在农村地区，无论是自发形成的乡土规则，还是嵌入的议事程序，均在某种程度上渗透到村

级组织的活动过程中。这些规则和程序对解决农村棘手性事务、促进农村和谐有序发挥着重要
作用。“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反映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和权威的缺失与不足”③。
而且，依据村民自治出现的各类合作社或互助社，对村民参与扶贫事务的能力具有积极的培育功

能。“通过互助社的平台将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条件下的小农联系到一起，充分调动了蕴含在农
户中潜在的民主意识以及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能力，大大提高了农户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的积极

性，增强了互助合作的精神、增强了农户的主人翁意识”④。
目标群体能力既包括与生存相关的能力，也包括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讨论、管理和监督等方

面的能力。“贫困人口既是扶贫对象也应该是扶贫主体。因此，如何激发目标人群的积极性和
内生动力是保证精准帮扶和长效脱贫的关键。”⑤目标群体能力建设包括过程和机会两个层面:
过程层面是指贫困户在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基本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从而
减轻或消除了因营养不良、身份歧视、地方病等带来的能力限制;机会层面是指公共决策和公共
事务的全过程向贫困群体开放，以确保他们充分享受基本的参与机会、信息获取和公共辩论。
“只有通过政治讨论和集体的政治行动，一个被日常职业将兴趣局限在他周围的小圈子的人，才
学会同情他的同胞，和他们有同感，并自觉地变成伟大社会的一个成员。”⑥

尽管村级组织和目标群体能力建设是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公共治理

的应有之义，但其建设带来的扶贫脱贫效应具有较长的时间性和周期性。大多数研究仅仅停留
在组织的建章立制、事务公开流程以及能力建设的原则要求等方面，而对其研究的动态性以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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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体的互动性探讨相对不足。
总的来讲，既有研究侧重于从某单一维度出发，其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呈现出零散化和碎片

化倾向，而系统性和整体性不足。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国家工程，不仅涉及不同
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同和合作关系，也涉及多主体合作输出的制度、政策和举措介入事务解决和
服务供给的过程，以及这些要素带来的减贫效应及其效能评估。零散化和碎片化的研究都不能
系统和科学地总结、提炼出相应的经验和智慧，在将其上升为一种治理结构或范式的过程中会存
在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的情形。即使单一维度的研究，也没有从纵向层面深入挖掘政党、国家和
政府在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回归，尤其是没有深入研究政党意志表达、政治学习、组织动员和系
统外监督等带来的较强政治势能所发挥的统合作用;横向层面也没有深入探究不同组织、机构和
行业部门通过协调与整合的方式深度介入扶贫脱贫过程的内在机制，更没有将纵向与横向加以

整体性联动研究。
除此之外，已有部分研究过度关注行动主体介入的机制、功能发挥和扶贫效率等议题，却没

有从扶贫脱贫事务解决和服务提供的角度反向观察这一过程呈现出的特征、行动逻辑和实践后
果。农村扶贫脱贫说到底还是与精准扶贫目标和任务要求相关的事务解决和服务提供的过程。
“治理者除了执行行政体系及其指令，还需要时时刻刻思考如何处理其治理对象的想法、态度、
行为以及对治理的反馈”①。作为复杂程度高的扶贫脱贫实践活动，任何观察者可能都是“局外
人”，但理论恰恰为观察者提供了研究视角、逻辑和行动图谱。整体性治理( holistic governance)
为观察和分析这一实践过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视角和理论分析工具。
(二)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兴起与特色

整体性治理理论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端于英国，并被该国佩里·希克斯( Perri Six) 等
学者上升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此后被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英联邦属性的国家引
入。目前已成为与网络化治理、数字治理并驾齐驱的三大主流治理新范式。
该理论最早主要针对英国当时部门主义扩张导致政府系统在面临诸如社会排斥、犯罪问题、

环境保护、反贫困等跨部门合作议题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目标冲突、反应迟钝、效能低
下等弊病，而做出的一种理论上的回应和矫正，旨在有效解决治理碎片化和跨部门合作等难题。
它将协调与整合作为实现自身内容的两个关键手段。协调被看作是一种斡旋的过程，旨在创造
出合作的可能性;整合则是明确不同参与者任务使命、义务关系和策略选择的过程。“协调涉及
工作层面的联合、一体化的信息系统、以及不同机构、计划方案和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对话，而整
合则关注实际执行，通过共同的组织结构、相近的专业知识和执行工具等实现”②。在协调与整
合的基础上，这一理论进一步从政策目标、组织协同、机构整合、预算模式变革以及公众需求等多
维层面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证，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架构和结构体系。概言之，这一理论的最大特色
和优势就在于重视政府系统输出的一致性政策目标对各个参与主体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并通过

纵向层面权力的相对集中和等级式的适度控制，促使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回归，以此为横

向层面各部门和机构间的协调与整合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它又将流动性、交叉性和棘手性事务
解决与公众的需求和服务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事物解决与服务供给的高度集成，借助协调、整
合、信任和责任等手段，以及运用信息技术克服不同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带来的“信息孤岛”等障
碍，最终实现治理活动从破碎迈向整合、从分散迈向集中、从局部迈向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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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汲取整体性治理理论提供的相关知识资源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试图观察和分析中

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呈现出的整体性治理逻辑、结构和体系，并在实践反思、总结和提炼基
础上，尝试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

二、农村扶贫脱贫实践的整体性治理逻辑及其智慧贡献

政策目标、组织协同、机构整合、预算模式变革以及公众需求等构成整体性治理的关键要素，
而不同要素的整体联动构成其鲜明特色。政策目标是对特定事务和服务进行公共介入的整体性
导向;组织协同涉及建立机制性的保障以确保各种组织介入整体性目标，并有效管理各自的组织

活动;机构整合涉及激活不同机构的活力与整合不同机构职责、资源与能力;预算模式变革关注
将“联合预算”( aligned budgets) “集合预算”( pooled budgets) 等作为两种主要模式并灵活地运用
于公共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公众需求则重点关注公众的真实需要或引导公众形成集体理性偏好，

以此将政策目标转化为目标对象的实际效能。
在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要素及其内容做基本的阐释之后，本文进一步分析这些要素在扶贫

脱贫实践中的呈现过程。其中，总体目标和具体的子目标在政策层面很好地体现出整体性治理
的核心内涵，组织协同体现出其内在属性，机构整合体现出其行动逻辑，资金整合体现出其关键

保障。
(一)整体性治理要素的呈现过程

1. 政策目标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地界定了总体政策目标，这为扶贫脱贫过程提供了
行动基础并限定了参与者的行动边界。“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①。在一致性目标的总体要求
下，扶贫脱贫行动者按照总体目标要求，将分散在各领域、行业和部门的扶贫资源充分调动和整
合起来。按照集中统一原则，有计划、有阶段、有步骤地实现总体政策目标。具体的政策子目标
被描述为“两不愁、三保障”，为行动者提供了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行动导向。“到 2020 年稳定实
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
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②

2. 组织协同层面。组织协同促进了不同组织间要素的共享和集成，从而加速了组织集体行
动的过程和能力。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的通知》( 国开发【2017】12 号) 。《通知》明确提出: 社会组织是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要求
其制定 2020 年前参与脱贫攻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以明确工作目标和细化任务措施。确
切地说，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介入扶贫脱贫过程的重要载体和聚集扶贫资源的重要纽带。“通
过组织化的力量将全社会分散化的扶贫资源有效募集与整合，并将其与精准扶贫的目标有效对

接”③。当社会组织彼此间协同作业时往往能集中不同组织拥有的资源、人力、信息和优势，形成
扶贫脱贫的整体合力;当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作业时，既能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又能形成合作双赢

的局面，共同致力于总体目标和具体的子目标。
3. 机构完善方面。扶贫开发办公室( 扶贫办) 在成立之初的归属关系五花八门。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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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 47 页，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第 15 页，中共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
黄建:《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学术界》，2017 年第 4 期。



隶属于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部分地区隶属于政府研究室，部分地区的扶贫职责分散在其他的机构

之中，如农业、水利、畜牧等部门。隶属关系不清和职责分散使其独立性受到限制，其职责也仅围
绕争取和执行上级政府或部门的扶贫资金和项目，与其它机构交集少，协调与整合能力弱。伴随
着扶贫脱贫行动的加快，特别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和落地，各地政府明显强化了扶贫办的地位

和职责，赋予其更大的独立性和职责权限。在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扶贫办正式作为
政府的职能组成部门，赋予其独立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与调查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部分
地区由市( 县)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任扶贫办主任。通过多轮次的整合和完善，目前扶贫办的地
位和能力得到了强化，决策和业务能力得以显著提升，很好地适应了新阶段扶贫脱贫过程的整体

性实践需要。
4. 资金整合方面。针对扶贫资金多头管理、交叉重复、使用分散等问题，国务院制定了《关
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 国发【2017】54 号) 。《意见》强调要把专项扶
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同时各省( 地) 要把财政安排的性质相同、
用途相近的涉农资金纳入同一资金池，统一项目管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拨付使用、统一考核验
收，形成资金使用的整体合力。早期，各地按照专项转移支付和基建投资两大类，对两个类别内
交叉重复的涉农资金进行了整合，并允许同一大类别内的资金调剂使用。在后期实践过程中，部
分市( 县) 党委和政府依据“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原则，加大了资金实质性整合力度，形成了
“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资金捆绑使用新格局。这一举措既解决了早期扶贫脱贫过程
中部分项目资金拥挤、项目重复、资金分散、产业“小、散、弱”等不利局面，为实现总体性政策目
标供给了资金支持，从而确保了扶贫脱贫集体行动的顺利开展，也有助于推动组织间的协同和机

构整合。
无论从党和政府出台相关文件的内容，还是基层政府实际工作的需要，扶贫脱贫过程充分体

现着整体性治理的关键要素和行动逻辑，二者呈现出高度的耦合性和一致性。
(二)扶贫脱贫实践过程的智慧贡献

在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考察中国农村扶贫脱贫行动，并基于当代中国执政党处于主导地位的

政治结构和集中统一的执行结构。扶贫脱贫行为主体利用独特新颖的手段和措施拓展与丰富了
整体性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在提升其适应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为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

的治理资源、经验和智慧。
1. 基层行动者强化了协调与整合能力。为强化协调与整合能力，全国各地的贫困级市( 县)
党委和政府在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与具体的职能部门之间，成立了具有临时性的工作组。这一举
措很好地解决了协调与整合难以深入推进和实现的顽疾。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作为扶贫脱贫行动
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因市( 县) 党委和政府一把手担任双重组长成为总指挥部。工作组则是为促
进多个部门间协调与合作而设立的临时组织，一旦特定的任务完成便自动解散。其优势在于确
保在短期内各部门相互协调和配合，并通过建立特定的工作机制，消除阻碍协调和合作的各类障

碍性因素。工作组的成员既来自不同等级的党政机构，也来自不同的职能和业务部门。成员选
择标准不仅取决于与任务要求所具备的知识、经验与能力，还充分考虑他们在各自部门的地位和
权威，以促进协调与整合的实现。工作组的组长大都由市( 县) 两级的主要领导担任，这使其既
具备地位和权威优势又能够协调和解决问题，而组长又是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进而强

化了协调与整合能力。目前，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中主要的工作组有:经济发展工作组、贫困人口
增收工作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组、扶贫资金管理监督工作组，等等。

2. 基层行动者有效解决了“通才”“专才”间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农村地区，基层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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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特质明显。多数乡( 镇) 和村两级的主要工作人员几乎涉猎了农村所有的行业、领域和事
务。农村地区的专业性人才却普遍匮乏。“城市和城镇教育、就业和医疗等优质资源不断地被
集中，我国城乡之间出现了‘层层聚集效应’，这导致了现有的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空心化又
造成人才缺乏和大型企业难以深度介入”①。针对专业人才不足的困局，党的组织部门积极介
入，明确要求选派能力过硬、专业对口的人员组成驻村工作队，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地区经济发
展、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党建等议题。驻村工作队作为扶贫脱贫过程中一种独特的组织形
式和治理载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专业性人才的介入机制。驻村工作队人员往往由更高层次
的部门选派。这些人员均经过严格录取程序的筛选，并拥有在较高层级部门工作的实际经验，因
而对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某一专项事务，具备专业管理、统筹和规划能力。如笔者调研的某国家级
贫困县统计数据显示，“全县 141 名第一书记中，熟悉经济工作 24 人，占 17% ;熟悉司法调解、医
疗救助等方面工作的 28 人，占 19. 9% ; 熟悉社会工作 16 人，占 11. 3% ; 熟悉党务工作 13 人，
占 9. 2%”②。
除此之外，基层行动者通过有效的学习机制也缓解了“通才”“专才”间的矛盾。学习机制包

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驻村工作队成员间的相互学习。由于驻村工作队组成人员来自不同的
专业和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学习，整个团队的交叉性知识得到培育。二是
驻村工作队成员与基层工作人员间的相互学习。通过相互学习既吸纳了基层人员的经验和优
势，也将自身的专业知识传递给基层行动者。三是基层行动主体内部开展的学习。在各个地区，
市( 县) 和乡( 镇) 党政一把手，以及其他的参与者均亲自参加各级各类扶贫脱贫专题培训。或
者，由主要领导带队到其他发达地区和本地先进地区观摩和汲取经验。在总体目标和子目标的
规制下，扶贫脱贫事务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其所要求的知识结构、行动方案和路径
选择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使得培训和经验借鉴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快速提升本地扶贫

脱贫行动者的专业化水平。
3. 基层行动者从静态、动态和督查、监督等多层面规避了责任模糊情形的发生。
首先，从静态层面，按照省( 自治区) 为总体单元，将域内所有的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企事

业单位等统一纳入到扶贫脱贫过程之中。依据总体目标和子目标，将目标分解和细化为具体的
任务和事项，并按照不同的等级，制定出党政机关领导、包保部门、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乡镇、
村等六个层面的责任清单，且“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从而将任务和事项落实到具体的机构
和人员。省、市、县、乡( 镇) 和村等五级党委和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责任状明确了市( 县) 与乡
( 镇) 、村之间的责任分担内容和实现方式。业务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按照自身的业务
属性和优势，承担事务解决和提供服务的具体职责。
其次，从动态层面，基层行动者实施了“战区管理”的模式。这一模式将所有行动者的责任

进行集中捆绑，防止静态层面责任的流失和规避，并通过“高位引领”“高位推动”的方式将责任
细化和落地。一方面，责任捆绑机制可以有效规避上级行动者隐性下放责任的弊端。在权责关
系中，上级行动者更愿意将责任下放而截留权力。这一机制则将责任连带关系双向化，从而提高
了上级行动者承担自身责任的意愿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强化了下级行动者承担责任的意愿和主

动性。下级行动者处在上级直接的监督和压力之下，从而克服了上下级间的“信息不对称”现
象，下级责任主体只有严格按照责任要求才能在“锦标赛”的竞争模式中获得优先关注和相对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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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彪:《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中公众权益的保护与建设研究》，《行政论坛》，2019 年第 1 期。
参见对吉林省镇赉县组织部部长的访谈记录( 2019 年 7 月 23 日，编号 Z20190723Z) 。



争优势。
最后，督查和监督两个系统同时发力。市( 县) 党委和政府利用自身系统的督查机构，部分

地区党委和政府甚至将隶属于各自系统的督查室合为一个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专项督察，

及时发现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并要求限期整改和纠错，从而确保责任落到实处。同时，我们党
也动用系统外的监督机制，对扶贫脱贫过程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部门和人员开展专项巡视巡
察，针对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或监督责任落实不力等问题提出整改和完善建议，并实行严格的惩

戒机制。

三、农村扶贫脱贫实践的深度反思与改进策略

在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反思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会发现存在的一些内在局限与不足

之处，准确定位并采取措施及时加以规避，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提供一些有益启示，从而

在微观层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在宏观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一)农村扶贫脱贫实践的反思

第一，过度的协调与整合制约了职能部门的专业性，或增加了协调成本。为确保扶贫脱贫过
程的集中统一和集体行动，部分地区由市( 县)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任扶贫办主任的做法在提升

协调与整合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一方面，党委办公室是一个综合性部门，而扶
贫部门是一个业务部门，二者要求的知识结构并不相同。而且，党委办人员自身需要从事大量日
常性的协调工作，并不具备充裕的时间学习相关的业务知识，即使进行短期内的学习，也难以真

正胜任实际工作的要求，因为扶贫脱贫工作既涉及收入增长、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事务，也涉
及基础设施、饮水、住房安全和文化产品等服务，是一种事务解决与服务供给的高度集合体。这
一属性要求从业人员既要拥有准确理解政策目标要求、上级任务和举措部署内在规定的能力，也
要具备分析和研判扶贫脱贫事务之间的因果机制、潜在风险以及寻找科学方法的知识，还得掌握
了解目标对象真实需求、心理特征以及与他们交流和沟通的经验，形成能力、知识和经验三者有
机统一的综合性素质。从实际运行过程看，党委办人员普遍存在扶贫脱贫专业知识不足的局限，
而扶贫部门人员却较好地发挥着参谋作用。另一方面，为解决协调与整合制约专业性的问题，部
分地区在扶贫办之上增加了“脱贫办”“退出办”等机构。机构负责人由市( 县) 党委办公室主任
兼任，扶贫办主任兼任副主任来确保其专业性。但这些机构需要增设大量人员，而人员一般来自
下级党委和政府，或横向部门中从事扶贫脱贫事务的专业人员。下级或横向部门人员的数量原
本就不足，专业强的人员更是有限。“在湖北、河南、甘肃、陕西和宁夏等地乡镇政府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具体负责扶贫工作的一般是两到三人，一个是乡镇干部，另外一两个就是被借调到乡

镇的大学生村官。”①他们被抽调之后，导致下级或横向部门扶贫事务的专业性受到威胁。此外，
新的机构增加了协调和整合成本，延长了事务和信息传递的时间周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扶贫

脱贫的效率。
第二，责任过度泛化带来了责任转嫁和无限责任等问题。作为整体性治理理论奠基人的希

克斯也承认，“整体性责任不仅导致不可接受的家长制，也导致过度的集中主义”②。在扶贫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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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邢成举:《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与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5 期。
Perri 6，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Ｒeform Agenda，p. 168．



实践过程中，责任过度泛化导致乡( 镇) 干部忙于应付上级的大量指导和检查，唯上级导向和要

求行事，加剧了与贫困群体之间的隔阂与疏离，显示出官僚化的特征。村干部则忙于制作各类报
表、填写繁多的记录和信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数字化和文本化的工作，显示出职业主
义的特质。
责任的边界问题是基层公共治理的核心问题。责任过于模糊带来权责不匹配或责任相互转

嫁、选择性承担责任等不利后果;责任过度细化又导致基层行动者热衷于“痕迹管理”，因为只有
存留具体、详实的行为记录，在责任落实和追究过程中才处于有利地位。如某国家级贫困县责任
书内容显示: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解决脱贫攻坚突出问题;用好和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确保
项目按时、按标准完成;全面落实各项扶贫政策;加强对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的管理和贫困
户、非贫困户收入等方面的监测管理，以及其他工作任务等，且责任追究明确规定:工作任务达不
到要求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乡镇将与县级党委和政府签订的责任书一字不差、原封不
动地与村级复制签订。
从责任书的内容看，责任存在严重的模糊和细化的双重情形，很多具体的责任乡镇与村级根

本不具备承担的条件和能力。从责任书的实质看，反映出责任层层转嫁、甚至层层规避的本质。
一方面，责任内容不充分考虑不同层级党委和政府之间的差异，导致责任层层转嫁、层层包揽和
层层泛化等现象;另一方面，责任追究不科学评估和不充分考虑相关责任人之间责任的内在关

联、承担责任的强弱，而是层层追责、层层加码。
第三，基层行动者出现了对扶贫脱贫设施的认知偏差，导致对相关设施“对号入座”属性认

识不足。在中国农村地区，政府提供的公共饮水、道路、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设施所需的资金大，
资源耗费多，后续运行和维护成本高昂，且这些设施使用和服务对象大多数是年老、疾病缠身、身
体残疾，以及丧失行动能力的群体。这些群体借助自身的能力彻底摆脱贫困的局面具有相当大
的难度，但他们需要的服务设施却具独特性、专用性和长期性。同样，这些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
属性导致其使用成本低廉。应该认识到，公共设施和服务平等供给所有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
会被所有人平等地消费和使用。“如果某种社会利益实际上可以无成本地获得，那么它就会鼓
励获利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有时被称为‘道德风险’问题”①。
在宏观层面，由于城市化和城镇化强大的“稀释效应”，以及现代化带来的强外部冲击性，贫

困村和贫困户的自然消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贫困村消失和贫困户减少后，这些设施因
“对号入座”的属性而难以为其他的村庄和人员使用，造成大量扶贫资源和资金的浪费。“这些
服务设施通常不可转移、不可出售，除非一个人实际上真的需要他们，否则就没有什么用处”②。
如针对饮水和住房安全保障这两项具体要求，部分基层行动者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和标准，以村为

单位来建设新的饮水设施和系统，没有充分考虑“后扶贫时代”贫困村自然消失等长远问题。针
对住房安全，部分地区为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新修建 40 多平方米面积的标准安全住房。从基本
的住房需要和安全保障看，这一举措严格符合政策的子目标要求。但我国各地区现实环境差异
大、贫困户需求多样化。尤其是子女在外地打工或就业的家庭，当子女回家探亲或团聚时，现有
的住房条件就难以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
总之，部分基层行动者将扶贫脱贫理解为向少数人输送局限于生存水平需要的、且受到严格

规则控制的外源性资源输入的观念，已不符合扶贫脱贫过程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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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巴里:《福利》，第 17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 12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二)关于农村扶贫脱贫实践的改进策略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包括从微观的效益，到中观的责任，再

到宏观的政策目标调试。这三个方面呈现出一种递进式的演进次序。
第一，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确保科学衔接。通过深入的实际调研和相关贫困户的数据①分

析，目前农村扶贫脱贫措施的短期效益明显而长期效益有待提升。短期效益明显的实例则是光
伏发电、入股分红和低保金，占据了贫困户收入的主要份额，构成他们脱贫的三个最主要来源。
与此相对应，诸如传统的种植养殖、加工业、电商、小额贷款等措施带来的收入增长不足。扶贫措
施对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影响更是有限。一方面，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科学衔接需要调整
和优化过程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过程监管过细、过频影响了基层行动者实施长期收益项目的意
愿和动机，如对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保值增值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和监管，就使得基层行动者有意
放弃乡村旅游、种植养殖等方面的产业和项目，因它们收益面临的风险较高。因此，过程监管应
在相对宏观的层面针对扶贫主体责任担当，或是否存在寻租行为等进行，且监管的频率和内容应

有明确的规定，以鼓励基层行动者的创新和担当行为，从而提升相关措施的长期效益。另一方
面，需要优化和完善部分制度和政策要求，适时调整“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目标导向。农村贫
困地区受制于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储量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乡村发展特定产业和品牌
塑造的能力弱、可持续性差，严格的规定造成产业和项目对扶贫资金的依赖程度高，一旦缺少相
关的资金注入，其长期收益就面临考验。同样，适度调整扶贫资金注入产业和项目要求较高抵押
物或担保物的规定，这一规定使得产业和项目优先聚焦于那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而真
正具备技术、经验和管理能力的部分合作社带头人或致富能人却难以深度介入，但他们却有可能
为相关扶贫措施带来的长期收益提供某种稳定和可靠的保障。
第二，政府责任与个人责任实现有机匹配。中国农村长期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而陷入“结

构性困局”之中，这导致其获得的外部性资源有限、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发展环境脆弱、
发展动能不足。农村公共治理目前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近年来，国家和政府
通过注入大量的外源性资源，以减轻不均衡和剪刀差造成的“差异格局”。在此意义上，依照国
家的财政能力为农村注入何种数量的资源，只具有效率或工具性意义，而在价值和公平层面均具

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诸如政府承担最低限度的吃饭、穿衣、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等职责。但是，
政府承担职责不仅应有特定的边界，而且要为贫困群体个人承担特定责任预留出空间，否则便会

陷入“福利资源陷阱”之中。换言之，国家和政府供给的资源越多，目标群体的需求则越强，而需
求过强便要求更多的资源供给，二者陷入了一种循环状态之中。当资源供给的数量和规模超过
某一临界点时，便会带来贫困群体“等、靠、要”等观念的滋生和蔓延，从而造成内生动力不足;当
供给方资源减少，目标群体便出现各种抱怨、不信任，甚至对抗性思维，加剧了基层治理体系的脆
弱性。
国家和政府层面应承担顶层设计、组织协调、过程监管和目标考核，以及综合性保障等职责。

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这些职责的范围和强度。个人层面的责任则表现为贫困群体积极从事相
关的生产、劳务和学习培训等工作，通过个体责任的承担来提升可行能力。政府责任的履行只有
建立在个人责任履行的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扶贫脱贫的效能，因为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

可言。用政府责任取代个人责任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负面效应和不利后果。
所以，应通过政府责任与个人责任的有机匹配，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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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团队目前已收集三个不同省份 1000 户以上建档立卡且已脱贫的贫困户针对收入与能力的相关数据。



第三，公共决策目标做到明确性与模糊性的大致均衡。公共决策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行为导
向，以此为公共行动提供行动方向和任务要求。但明确性不代表决策目标本身不包含一定的模
糊性。在理论层面，任何公共决策也仅仅建立在部分合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公共决策受制
于有限理性、实际条件、任务要求和时间周期等影响，其不可能全面考虑所有的因素。因此，公共
决策大都关注那些根本性或关键性的议题。随着政策目标逐步实现或实际情势的流变，原先处
于核心和关键的因素会发生变化，甚至成为次要的和附属性的因素，此时只有相对模糊的决策目

标，才能为相关议题的切换和转向提供一定的空间;在实践层面，公共决策和行为导向往往是具

体的、清晰的、可操作和可量化的，但实施过程往往充斥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实施过程涉及
执行者的行为选择、经验偏好和利益博弈，而只有目标的相对模糊才能有效耦合复杂的行为过
程。一旦目标过于明确，因其明确性带来的规制力导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新议题，难以在短期内
进入行动者的视野之中，或行动者有意或无意地将其遮蔽或悬置起来，从而造成执行偏差行为的

产生。
上述问题在扶贫脱贫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两不愁和三保障”作为具体的目标和行为导

向，使得基层行动者围绕这一明确的目标来进行资源配置和构筑行为重点，但随着政策的执行和

资源投入的加大，相关的保障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而部分群体内生动力相对不足则会上升

为一个重要议题。但受制于明确的目标，这一议题上升为关键性议题的空间和动力略显不足。

四、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扶贫脱贫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加强
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①总体而
言，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中呈现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是在吸纳原有理论资源和合理因子的基础上，扶

贫主体又创新性地丰富和完善了其内涵，增加了中国特色的治理资源和治理智慧，很大程度上提

升了其适应性和实践性。只有将原有资源和新的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当代中国整体性
治理模式的完整图景。概言之，这一模式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独特属性和关键特质。
首先，执政党介入带来的政治势能。贺东航等学者认为，政治势能有三层含义: 一是“党的

领导在场”。通过“党的领导在场”来产生凝聚力，并整合跨部门利益，从而解决政策执行碎片化
难题。二是“构建权势”。利用党政联合发文将公共政策上升为党的议题，赋予其更高的政治意
义。三是“借势成事”。让下级感受到一种动而不可止的势能，进而对“顺势而行者”起到推动作
用、对“逆势而行者”起着阻遏、阻止或改变行进方向的作用②。“科层组织一旦遇有政治势能强
大的公共政策，各级执行主体可以突破惰性和部门割裂，具有高化的效能和执行力。”③在当代中
国的政策过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和支柱地位，决定了政党主导型的政治结构和集

中统一的执行结构。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中政党意志的表达和传递、政治学习、组织动员和党的监
督带来的较强政治势能，也就必然引领这一实践的全过程，并构成整体性治理模式作用发挥的前

提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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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二厚、董峻、侯雪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脱贫攻坚纪实》，2017 年 5 月 22 日，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n1 /2017 /0522 /c64387 －29289828 －3. html，2020年 1月 20日。

③ 参见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 20 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4 期。



其次，党政同职同责带来的正当性公共权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作为扶贫脱贫行动中的最
高决策机构，因市( 县) 党委和政府一把手担任双重组长成为总指挥部，这种决策和执行架构确

保了政策目标按照顶层设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严格执行，并充分动员两个系统中的制度和治理

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执政地位，在法理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代表人民执
掌政权、运行治权，并由此决定了执政党组织与其层级对应的政府体系必然融合而成‘党政体
制’，进而现实地体现为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和路径。”①“党政体制”将政治势能与公共权
威深入结合在一起，并依据扶贫脱贫实践过程的目标性、系统性与合作性需要，在二者之间灵活
切换，以聚合和发挥政治与政府的双重优势，从而为整体性治理模式正向功能的释放奠定了基础

性条件。
再次，内外监督带来的问题导向。党和政府利用巡视、巡察和督察等多种监督手段，分主体、

分层级地发现扶贫脱贫过程中存在的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督部门监管不力、职能
和业务部门合作不畅以及项目推进缓慢、产业同质化倾向严重而特色化不足、扶贫措施覆盖不
全、扶贫资金保值增值面临风险等各类具体的实际问题。扶贫主体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地进行整
改、完善与解决，实现政策执行与问题解决的有机联动，最大程度上防止政策目标空转、选择性和
变通性执行等行为的发生，从而实现了政策在问题解决中执行，在执行中发现问题的循环逻辑，

为整体性治理模式发挥效能提供了可持续的动力机制。
最后，综合施策带来的显著效能。效能是由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的概念组群:一是效能关注实

际结果与预定目标间的接近程度。二是效能关注整个政策系统产出的净收益，也既各种措施综
合实施过程中正负效能抵消之后获得的实际成果。三是效能内含着特定目标群体和受益对象的
真实获得、实际感受和满意评价，既包括数量、质量也包括价值等层面。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
在原初决策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实现了较高的匹配度，各项措施综合施策带来的净收益显著，尤

其是针对贫困群体收入增长和基本保障这两个方面。贫困群体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彰显了中
国社会基本公平正义的真实改进，以及弱势群体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的切实维护，更凸显了
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扎根于基层社会的有效过程。显著的治理效能为整体性治理模
式的运行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作者:丁建彪，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省长春市，130012)
( 责任编辑: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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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should underline governmental functions，
such as provid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broadening the advice from peasantry，cultivating rural social or-
ganization，and expanding the transfer market． In a word，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should dedicat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which is supposed to be state-oriented． In
this way，each stakeholder can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s．

Key words: structural reform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state governance; rural land system;
production factor

Cohabitation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Village Self-governanc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Zhang Wenguang，Liu Lili( 102)…………………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village autonomy from three

approaches of‘state-centered’，‘society-centered’and‘state in the society’as a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to explain‘cohabitation’．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 three villages，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the“cohabitation”between state power and village self-governance dur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
viation program．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village self-governance through
state-society framework，this article finds state power back into the rural society will bring structural in-
fluence to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fact，state power and village self-governance stay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s instead of mutually exclusiveness． The rural social change is not a one-way process，but a
result of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rural social response． Through three aspect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identifying and exit of poor household，industrial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and distribution of support resources，the state power brings new practice of village self-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Key words: state power; village self-governance; cohabit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
gram

Ｒesearch o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Ｒ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 Ding Jianbiao( 113)………………………………………………………
Abstract: The practical proces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China embodies the inherent char-

acteristics and the action logic of holistic governance． Behavioral ag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u-
nique and novel measures and means enrich and optimize the models of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thus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and practicality． Based on the localized governance resour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a holistic governance model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merges． The model constituted by the sub-
jectivity return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identical fun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
ernment，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rt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
prehensive measures． The study of this model also reveals its shortcomings: the excessiv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sets restrictions 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functional departments，and the overrigid and
fragmented mechanism leads to the overrun，the transference and the limitlessness of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gnitive deviation of grassroots actors causes such problems as an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pigging on holing to Service Facilit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will be improved in rural areas
if these problems avoided and eliminated effectively，consequently，some beneficial resources and wis-
dom of govern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will be presented as well．

Key words: holistic govern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wisdom of gov-
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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